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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先秦时期区域人居涉水实践为研究对象,
 

综合训诂、
 

历史地图解析等方法,
 

以治水、
 

适水与借水角度解析

了此时期区域人居涉水实践求“定”存“异”而“展”的发展轨迹.
 

其中“转地为境”山水人居观念以及国土划定、
 

分区

贡赋和经济区划等内容均在早期涉水实践中得以反映.
 

而因应各区域不同水文条件的“在地化”城邑形态与涉水工

程范式,
 

区域间的政权统一、
 

文化交流和商贸活动等依水网系统而实现,
 

早期苑囿建设则巧借泽薮而立并协同于平

原泽薮带分布是早期人居涉水实践智慧的具体体现.
 

研究提示当下人居水环境整治、
 

“水 绿”基础设施的耦合营建

和涉水文化景观体系的构建应关注区域尺度及多层级的空间观照协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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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thods
 

of
 

exegetical
 

studies
 

and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graphic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

plore
 

the
 

developmental
 

change
 

of
 

water
 

practice
 

involved
 

in
 

regional
 

human
 

settlement
 

in
 

the
 

pre-Qin
 

pe-

riod
 

from
 

the
 

aspects
 

of
 

water
 

control,
 

water
 

adaptation
 

and
 

water
 

ut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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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ancy
 

construction,
 

ancient
 

people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human
 

settlement
 

of
 

"turns
 

the
 

land
 

to
 

the
 

habitable
 

environment"
 

and
 

the
 

management
 

mode
 

that
 

included
 

land
 

demarcation,
 

regional
 

tribute
 

and
 

e-

conomic
 

zoning.
 

City
 

morphology
 

and
 

water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adapted
 

to
 

the
 

regional
 

hydrological
 

environment
 

had
 

been
 

formed.
 

The
 

establishment
 

of
 

water
 

system
 

contributed
 

to
 

political
 

unification,
 

cul-

ture
 

exchange
 

and
 

trading
 

among
 

multi-regions.
 

In
 

addition,
 

early
 

royal
 

gardens
 

were
 

built
 

beside
 

the
 

lakes
 

and
 

wetlands.
 

The
 

early
 

water
 

practice
 

experience
 

involved
 

in
 

regional
 

human
 

settlement
 

suggest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modern
 

residential
 

water
 

enviro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green
 

infra-

struc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related
 

cultural
 

landscape
 

system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multiple
 

level
 

spatial
 

coordination,
 

especially
 

to
 

the
 

regional
 

scale
 

level.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vein
 

and
 

summarizing
 

the
 

wisdom
 

of
 

water
 

practice
 

involved
 

in
 

regional
 

human
 

settlement
 

can
 

provide
 

more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regional
 

water
 

culture
 

landscape
 

system,
 

and
 

reflect
 

the
 

theoreti-

cal
 

valu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istory
 

research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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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环境决定论”
 

“环境或然论”为理论来源,
 

并受生态学“相互”
 

“整体”观点启发,
 

文化生态学以探讨

自然与人类社会间的关系为主旨,
 

关注其间的适应性过程并透析所涉社会变迁、
 

进化与变革.
 

其不仅适用

于文化现象分析,
 

亦可阐释历史事件[1].
 

人居营建活动始终耦联自然与社会环境,
 

中国人居环境学科要旨

已明晰为通过协调形成适应平衡的两境关系,
 

与基于生态理论的两境各要素的交互作用而探索文化脉络及

其发展规律的文化人类学学科内涵相适.
 

因此,
 

借助文化生态学视角分析人居实践与环境间的映照关系,
 

将有助于解读其所触发的人居观念与智慧.
 

而对人居演绎历程的剖析,
 

可建构起多层次时空史地相协同的

考察框架,
 

从而探索两境问题解决之道[2-3].
 

随着新时代中国风景园林学科内涵和外延发展,
 

作为学科基础

的史论研究不应仅关注中小尺度的人居实践[4],
 

还需从更宏观的地景区域尺度与更交叉多元的视角去看待

人居问题[5-10],
 

以此解读古代人居实践的脉络、
 

内涵与智慧[11-12].
基于人居生计基本需求而开展的涉水实践是中国古代塑造社会组织、

 

构建阶级政权、
 

形成多元文化的

重要载体,
 

其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中国式”人居观念、
 

营建逻辑、
 

在地形态与技术,
 

奠定后世人居发展的

基础.
 

而作为起源阶段的先秦时期,
 

酝酿发展出安定、
 

维稳、
 

寻求拓展一统的区域人居目标,
 

在涉水实践上

则展现出以水治理、
 

水适应及借水发展的人居作为,
 

积攒了丰厚且具原创、
 

定向意义的人居智慧.
 

然而,
 

既

往风景园林历史研究较少对此关注.
 

因此,
 

本课题综合训诂与历史图形解析等方法,
 

对先秦时期的区域人

居涉水实践过程进行讨论,
 

探析其中的智慧.

1 治水———创造稳定、
 

安全的居住环境

尽管因理论与部分材料间不相符而致使Julian
 

H.Steward[13]和卡尔·A·魏特夫[14]等主张的“水利

说”理论体系遭到批评,
 

但不可否认治水实践是影响早期上层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说,
 

中国水害防御

史与华夏文明史、
 

人居史同步演进.
 

洪水灾害甚至被视为早期国家形成的内源[15],
 

如尧舜禹时期的洪灾致

使不同区域的氏族部落共同迁移至黄河中游一带,
 

从而使得文化与权力趋于集中,
 

文明得以发展[16].
 

“夏

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庶类者也”(《国语·郑语》)则表明权力分配据治水功劳表现而定.
 

可见,
 

“治水”事务在

奴隶制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催化作用[17],
 

“治水”过程中的领导机构制约于各氏族部落,
 

为国家机器之

演变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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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关注的是,
 

早期治水实践过程中如何协同社会与自然环境,
 

又生发出何种人居观念呢? 相传当

时各大部落沿古黄河流域分布,
 

由于黄帝时期流域内“汤汤洪水方割(淹),
 

荡荡怀山襄陵,
 

浩浩滔天,
 

下

民其咨”(《尚书·尧典》)的大型洪灾,
 

致使
 

“迁徙往来无常处”,
 

因而“择丘陵而处之”为当时主要人居策

略.
 

至唐、
 

虞时,
 

“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聚落形式与规模差异的形成与《史记·五帝本纪》

中所载的耕种于“畔”,
 

渔于“雷泽”,
 

制陶于“河滨”宅土耕稼的定居生产场景等的实现均与流域治水的成

功密不可分.
实际上,

 

治水过程并不平顺.
 

共工族采取的“壅防百川,
 

堕高湮庳”(《国语·周语下》)之法,
 

以失败告

终.
 

四岳举鲧治水,
 

鲧仍主张“障防”,
 

因“绩用不成”而被尧“用殛之于羽山”(《国语·鲁语上》).
 

此后,
 

大禹

承父业,
 

在分析“近人居点设障壅水”的致败原因后提出新法———“疏九河,
 

瀹济漯”
 

“疏川导滞”(《国语·周

语下》),
 

终于破除了“四渎未通,
 

洪水为害”的局面,
 

“决江疏河”后才能“去高险,
 

处平土”.
 

有意思的是,
 

“禹平洪水,
 

定九州,
 

制土田”(《汉书·食货志》)被孔颖达注疏为“禹分别九州之界,
 

随其所至之山,
 

刊除其

木,
 

深大其川,
 

使得注海,
 

水害既除,
 

地复本性,
 

任其土地所有,
 

定其贡赋之差”[18].
 

结合《禹贡》中提及的

据名山大川分界、
 

综合水土条件明确贡赋、
 

治水与生产相关联等人居开发模式,
 

反映是时进行土地区划时

已因应自然山水环境形成了两境互耦关联的营建思路,
 

从而衍生出“转地为境”这一闪烁东方哲学思维的人

居系统观念(图1).

底图引自杨守敬《水经注图》外二篇.

图1 《禹贡》中的山水泽地

可以说,
 

落实于“决九川距四海,
 

浚畎浍距川”(《尚书·皋陶谟》)的疏导法治水带来的“降丘宅土”使

得早期人居开发方式产生了深刻变革,
 

展现了面对天灾时先民积极应对的人居态度,
 

这也与西方以登上

“诺亚方舟”靠上帝拯救的天方夜谭式逃避洪灾的主观幻想相迥异.
 

不仅如此,
 

大禹治水的成功催生夏王

朝,
 

在“平治水土”后“定千八百国”(《淮南子·修务训》),
 

《山海经·海内经》则记有“禹卒布土,
 

以定九

州”,
 

其实质反映出先民基于系统思维协同山川地形划分地域的大尺度人居管理思维.
 

其工程智慧主要

表现总结于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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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先秦时期治水工程智慧总结

工程智慧 文献支撑 智慧阐述

因势利导

“决江、
 

浚河,
 

东注之海,
 

因水之流也”(《国语

·鲁语上》)
“禹之决渎也,

 

因水以为师”(《淮南子·原道训》)
“导河积石,

 

至于龙门,
 

南至于华阴,
 

东至于砥

柱,
 

又东至于孟津.
 

东过洛汭至于大伾,
 

北过

降水至于大陆.
 

北播为九河,
 

同为逆河入于

海”(《尚书·禹贡》)

“因水之流”表明工程规划上因应水文特性;
 

能识得整体地势、
 

地形,
 

因循就势而导

关注全河

“丰水东注,
 

维禹之绩”(《诗·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有声》)
“厮二渠以引其河”(《史记·河渠书》)

《汉书·沟洫制》中易“厮”为“酾”,
 

皆为分流、
 

泄流之意;
 

沣水(渭水支流)安流东注为大禹之功,
 

《禹贡·导河》中所述

的“禹贡河”极可能是为确保“汉志河”安全而于大伾以下凿

开,
 

说明大禹实为“全河派”治水思路

分疏规避

“昔者禹之湮洪水,
 

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
 

名川三百,
 

支川三千,
 

小者无数”(
 

《庄子·天

下》)
“禹之行河水,

 

本随西山下东北去”(《汉书·沟

洫志》)

“禹贡河”会合洛水、
 

降水(即漳水)等支流,
 

在汇入大陆泽前

主流以独行为主,
 

其后再“播为九河”,
 

“九”实则言其多,
 

反

映分疏智慧;
 

分播区域内的湖沼群带既是导水畅流的地势保障,
 

又是重要

的水源补给,
 

如大陆泽(今宁晋泊)为古代十薮之一,
 

为黄河

与漳水冲积扇间洼地;
 

分播位置则充分考虑了当时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已有人居

开发,
 

故在尾闾河北以东分疏漫流.
 

如“西山”指河北平原西

部的太行诸山,
 

诸山之水均汇入“禹贡河”,
 

并与湖沼群相协

同以分杀山洪,
 

是出于保护山前人居聚点的考量

谨慎科学 “行山表木,
 

定高山大川”
 

(《史记·夏本纪》)
发明“准绳”

 

“规矩”等工具以辅助测量;
 

《尚书·皋陶谟》将“行山表木”记作“随山刊木”,
 

指用刻有尺

度的标桩而进行水准测量.
 

足见治水工程谨慎小心

传承创新

“聚土积薪,
 

择丘陵而处之”(《淮南子·齐俗

训》)
“九川涤源,

 

九泽既陂”
 

(《尚书·禹贡》)
“禹能修鲧之功”(《礼记·祭法篇》)

治水之始,
 

天降大雨,
 

当时治水重点区域的兖州(今鲁西、
 

豫

北一带)山地少,
 

以丘(高地)避灾在情理之中,
 

并推测“聚
土”大概为修筑土围子以辅助;

 

全尺度下的疏导调蓄之法为创新之处.
 

“涤源”指以川进行疏

导,
 

“既陂”则强调汇聚积蓄,
 

而“涤源”
 

“既陂”过程中仍需修

建堤埂,
 

大禹并未完全丢弃其父辈“障水”之法

事必躬亲

群策群力

“禹亲自操稾耜而九杂天下之川.
 

腓无胈,
 

胫

无毛,
 

沐甚雨,
 

栉疾风,
 

置万国.
 

禹大圣也而

形劳天下也如此”(《庄子·天下》)
“身执耒臿,

 

以为民先”(《韩非子·五蠹》)
“禹乃遂与益、

 

后稷奉(舜)帝命,
 

命诸侯百姓

兴人徒以傅土,
 

行山表木,
 

定高山大川”(《史
记·夏本纪》)

事必躬亲,
 

身先士卒的匠人态度;
 

禹治水并非一时一人之功,
 

伯益、
 

后稷都协助过其治水,
 

反

映先民们合力共事的协作精神

总结推广
“伯益作井”(《吕氏春秋》)
“后稷始畎田”(《汉书·食货志上》)

大禹治水可理解为禹时至西周的治水成就之集合,
 

先民总结

成册相传;
 

伯益为淮河下游及苏北、
 

山东、
 

东南沿海一带夷族首领,
 

后

稷活跃于汝水、
 

渭水一带.
 

大禹治水范围可达江、
 

汉、
 

淮、
 

汝流域,
 

治水经验总结并在地推广运用.
 

如伯益在地下水丰

富地区发明凿井术,
 

使人们无需近河定居,
 

人居安全性大为

提高.
 

后稷精通农艺,
 

为农田水利之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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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民采用障水、
 

疏导等系列策略巧妙应对了黄河流域的周期性洪泛.
 

其以分水岭为界的山水归川、
 

川

水归河和河水归海式的层级网络化水系疏导法是建立在对区域地势地形的测量与整体环境把控的基础之上

的.
 

治水促使华夏文明起源与聚落城市的建设发展,
 

对国家的形成意义重大.
 

在实践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不

断提高且形成了
 

“转地为境”
 

这一顺应自然逻辑的人居观念与山水人居整体经营策略,
 

反映出先民澄清神

话的意识与科学人居精神的觉醒.

2 适水———城邑群化异态与水环境的协同

先秦人居发展历程中,
 

城邑以物化了的国家形式预示古代文明肇始,
 

可分为仰韶后期至龙山时代(萌

发)、
 

夏商西周(确立)和春秋战国(转型)3个阶段.
 

治水安居后,
 

基于“转地为境”人居观的城邑择址与具体

营建均适水而为,
 

呈现区域化适宜性形态表征.
萌发期内城邑择址、

 

分布与营建均已显现与水环境协同相适的意识.
 

是时,
 

黄河中下游、
 

长江上中下

游人居集群开发.
 

黄河中游段的豫、
 

晋、
 

陕邻境与内蒙古中南部为仰韶文化晚期、
 

龙山文化时期的主要分

布区.
 

黄河下游今山东省及其邻境为大汾口文化后期主要分布区.
 

豫、
 

晋、
 

陕邻境的城邑遗址均位于平原

地区近河台地处,
 

地势较高.
 

如中原龙山文化地域内的王湾、
 

王油坊和后冈等类型城址集中选址在豫东黄

河冲积扇地势较高的平原带,
 

陶寺类型分布在晋南盆地沿水台地上.
 

城址平面形态多近方形.
 

而内蒙古中

南部地区在地理上处黄河河套与附近地区,
 

属黄土发育的低山丘陵和洪积平原.
 

受地理限制,
 

此区域人居

发展水平滞后于中原地带.
 

考古所见城址如凉城岱海西北岸城邑群(面向岱海,
 

如老虎山、
 

西白玉、
 

板城、
 

园子沟、
 

大庙坡等)、
 

包头大青山南麓台地城邑群(南临黄河与河套平原,
 

如威俊、
 

阿善、
 

西园、
 

莎木佳、
 

黑

麻板等)、
 

准格尔与清水河间黄河两岸高台城邑群(寨子塔、
 

寨子上、
 

马路塔等)多位于面湖山坡或临河高台

上的山前向阳避风处,
 

且均为石砌围墙的石城聚落.
 

高台布局防水与石城军事防御意图明显,
 

与豫、
 

晋、
 

陕

邻境城址形态截然不同,
 

同时、
 

同域而异态的城邑形态是先民人居适水营建逻辑表征的直接证明.
 

黄河下

游地区则据区域内独特地理单元,
 

形成如鲁西、
 

豫东平原区,
 

鲁中山地丘陵区(山前平原带),
 

鲁北海岱地

区,
 

鲁东面海型半岛自然区等城邑分布区间,
 

并以围壕夯土城址与线性排列为特点.
 

充分反映出城邑择址

营建在适水布局的同时,
 

还受如地形、
 

坡向等其他自然条件与军事防御等多重影响,
 

从而呈现区域层面的

在地化形态.
较之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城邑水适应性形态特点更为明显.
 

如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内以方山地貌为主,
 

区域内河流均入长江,
 

河川两岸分布平坝,
 

城址多建于台地,
 

且平行于河流分布,
 

形状多变,
 

均未发现城

壕.
 

长江中、
 

下游地区以平原与低山丘陵为主.
 

中游江汉平原、
 

洞庭湖平原地区城邑遗址均有夯土城垣,
 

选

址于近河台地,
 

地势较高,
 

城址形态各异,
 

并多设置城壕与水门,
 

壕沟除防御与界限划分作用外,
 

还可通

航、
 

排涝.
 

城邑内部功能组织能够适水而为,
 

如走马岭城址东北部地势较高安排为居住区,
 

城头山城址则

将墓葬区安排在西部地势最高处.
 

以良渚文化为主要特色的下游地区,
 

地势低平,
 

湖沼水系众多,
 

城邑形

态灵活.
 

可见,
 

以封闭聚落为主要形态,
 

环壕代城垣(水城)、
 

高台祭祀、
 

墓地(台城)营建等开发方式是长江

中下游城邑形态的共性特征.
早期城邑适水分布特征还反映在其既受限又依赖于自然水环境,

 

并积极寻求展拓下的筑城与迁移活动

中.
 

从广域王权的夏、
 

商、
 

西周时期到列国分立而筑城运动兴起的春秋时期,
 

直至郡县城市体系初步形成

的战国时期,
 

城邑区域适水群化营建的发生延展皆遵循于此,
 

使得城水关系不断充盈演化.
 

还可以看到,
 

这一阶段的都城营建迁徙基本顺沿或平行于黄河中游、
 

渭水一线轨迹分布,
 

人居积淀使得秦时择定咸阳为

都城,
 

关中地区成为秦汉之畿辅区(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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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参考文献[18-20]补充绘制.

图2 仰韶后期至西周城邑群化适水形态分布

3 借水———交流统一与物资供给的重要依凭

上述治水过程目标在于求“定”,
 

适水而“异”展现区域涉水人居在地实践的因应思维.
 

而因借于有利的

自然水资源条件而发展则是早期区域涉水人居实践的又一突出贡献,
 

其中主要涉及征伐统一、
 

商贸交流与

物资供给等具体内容.

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征伐与两次筑城高潮背景下的人居建设就突出反映了借水发展的智慧.
 

周初确

立封国制度,
 

于黄河中游黄金位置设置都城、
 

陪都以“卫君”,
 

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路线与自然水系相

协同,
 

反映了借水而展的史实.
 

在征伐过程中,
 

齐、
 

鲁、
 

燕等国都邑被迫迁移,
 

西周企图通过临水“据点式”

兴筑城邑的动态空间经营战略控制黄河中游与中原地区,
 

巩固其政权(图3).
 

春秋战国时期,
 

各国剑拔弩

张,
 

因军事防御与政权标榜等目的迎来城建高潮.
 

此外,
 

各国亟须建立向外拓展的有利通道,
 

因借自然水

环境的运渠营建发轫:
 

如公元前486年,
 

吴城筑邗沟,
 

沟通江淮;
 

公元前482年,
 

凿菏水,
 

联系济水与泗水

而使黄淮相通;
 

公元前361年,
 

开鸿沟北接黄河,
 

南通汳、
 

睢、
 

涡、
 

颍等诸淮河支流.

支流纵横、
 

湖泊星罗棋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国凭借条件优渥的水环境积极展拓.
 

如云梦泽一带

的楚国地区借水构建起商运线,
 

鄂君启节铭文有战国中期鄂地封君以鄂地(今湖北鄂城县)为中心建

设辐射四面的水路以通行商运的记载.
 

地处太湖流域河网地带的吴国,
 

借水大开运渠并向四方拓展,
 

“通渠三江五湖”指东有通于海的胥浦,
 

北有通江的运渠、
 

邗沟与菏水,
 

西有胥溪入江接巢肥运渠.
 

运

渠建成后为吴国西伐楚国,
 

后又成功北上攻齐、
 

晋,
 

遂成其霸主地位提供了有力支撑.
 

是时黄河水系

与海河水系混流,
 

借助黄河中游的鸿沟运渠系统,
 

至战国时期,
 

钱塘江、
 

太湖、
 

长江、
 

淮水和黄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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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人工运渠搭织起了东部水网系统[19],
 

早期经济区因此形成.
 

此乃我国东部区域经济、
 

文化至今仍

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历史渊源.

据参考文献[21]改绘.

图3 西周的分封迁移示意

早期城邑在权力中心的基础上派生出其经济中心职能,
 

以社会物质与财富的聚敛与消费中心为特

征[20].
 

一方面城邑亟需向外寻求支撑,
 

依靠运渠作为拢聚资源与空间拓展的主要途径;
 

另一方面,
 

利用

渠系之便,
 

大量滨水城邑聚点应运而生,
 

逐渐发展为经济都会.
 

如当时依托于鸿沟运渠系统,
 

已构建起

线性城邑体系(图4).
 

运渠营建还会根据人居发展需要而延展,
 

表现为随都城迁徙而补筑续延的思路

上.
 

如魏国鸿沟运渠的开凿,
 

战国中期惠王首开大沟,
 

沟通黄淮水系;
 

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国都迁

于大梁(今开封),
 

鸿沟随之延展至都城以北,
 

并从荥泽引黄河水入圃田泽,
 

构建起“水盛则北注,
 

渠溢则

南播”式蓄放有度的运渠调蓄体系(《水经注·渠水注》);
 

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继续于城北向东

延展运渠,
 

并向南转(图5).
 

实际上,
 

这种看似零散的早期运渠工程,
 

类似于规划学中的“自组织”,
 

耦联

河川而渐成系统,
 

促使人居实践借水冲破行政藩篱,
 

对国家政权的统一、
 

不同区域间文化传播交融、
 

重

要经济区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政权建立后,
 

在经济发展与水利开发的刺激下具有区域体系化

的人居形态逐步形成.

借水智慧在苑囿营建上也有所体现.
 

苑囿依凭湖沼泽薮的物资基地反映了早期园林的生产性功能,
 

是

体国经野的重要一环.
 

《左传》记载各国诸侯田猎场景,
 

而麋鹿类等湿生动物则说明了是时黄淮海平原因洪

泛淤浅的湿地环境特点,
 

也反映了苑囿的择址特征.
 

择址泽薮是由早期有限的生产力水平与泽薮地带蕴含

丰富的生产资料所决定的.
 

通过地图解译分析,
 

黄淮海平原区先秦苑囿分布与三大泽薮带高度关联(图6).
 

王其亨先生等[22]还据《史记》载汉武帝因薪柴少“下淇园之竹以为楗”推测其承自卫国“淇园”物料储备模式,
 

从而提出汉代苑囿在物资储备方面延续于先秦.
 

当然,
 

苑囿营建对早期泽薮的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都

城的择址营建与苑囿泽薮也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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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春秋战国时期沿鸿沟水系滨水都会分布

图5 《水经注》中鸿沟水系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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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参考文献[22]改绘.

图6 先秦泽薮、
 

河川与苑囿的空间关系

4 结语

数千年的先秦人居建设积攒了大量经验,
 

但由于去今甚远、
 

史料细碎,
 

既往风景园林史论研究对区域

尺度下的早期山水环境利用与人居实践课题未给予足够关注,
 

具有原创定向价值的早期人居营建智慧也有

待抉隐.
 

从文化生态视角,
 

以先秦区域人居涉水实践为对象进行剖析,
 

其目的在于构建起早期水利社会语

境下工具和技术的适应、
 

组织结构的弹性调整与人居思想观念形成的考察框架,
 

并为早期人居史的书写提

供可参照的研究路径.

可以看到,
 

先秦区域人居涉水实践史反映先民深刻认知客观自然环境并加以适度利用来夯实人居基

础、
 

拓展人居资源、
 

提升人居质量的发展历程,
 

生动呈现了早期人居营建与水环境互适、
 

互塑的“动态调

节”过程.
 

如果说在早期治水过程中掺杂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动因,
 

那么“适水”
 

“借水”的实践则更多地体

现先民的主观能动,
 

是早期人居求“定”存“异”而“展”的发展思路演变与“转地为境”式的人居观念形成的突

出反映.
 

即使在纷繁复杂的王国时期,
 

人工运渠总能与自然水环境相结合,
 

突破篱藩而形成网络体系,
 

从

而促使文化交融与发展,
 

并为国土规划、
 

贡赋择定、
 

政权维稳、
 

经济区划等提供依凭,
 

使得中国式“山水人

居”真意得以落实.
 

区域水利工程建设还形成了如“无坝引水”
 

“疏源浚流”
 

“长藤结瓜”
 

“拒咸蓄淡”
 

“塘浦圩

田”
 

“离堆分沙”等工程范式,
 

并以北方“渠系”,
 

中部“渠塘”,
 

南方“塘堰”为地域性特征,
 

表现出在地化的工

程智慧.
 

相关经验提示着当下人居水环境整治、
 

文化景观线路跨区域规划、
 

“水 绿”基础设施的耦合营建中

应构建多层级的空间观照,
 

应当关注区域尺度与流域单元下的涉水实践的协同与因“天”“地”制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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